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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禀赋、规模经营与农户
机械技术选择

———来自水稻机插秧技术的实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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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２０１６ 年江西省、江苏省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要素禀赋和规模经营演进的视

角，以水稻机插秧技术为例，分析了农户机械技术选择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在经

营规模偏小的情况下，机插秧是非理想的农户技术选择，资本节约型播种技术强化了非机械化技术

的选择路径。 农户水稻经营规模的增加显著促进农户机插秧技术的选择，水稻种植规模每增加 １ 亩，
农户机插秧技术的选择概率会平均增加 ０．１３％。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和劳动雇工均价对农户机插秧技

术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数和劳动雇工均价每

增加 １ 个单位，机插秧技术的选择概率分别平均降低 ３２．８７％和 ４．５３％。 因此，未来地方政府推进水

稻全程机械化的进程中，相关政策重心应在加大技术服务供给和规范流转契约这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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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机械技术选择对助推中国农业转型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提升农产品有效供给方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２］ ，而农户作为农业机械技术的选择主体和执行者，农业劳动力资源禀赋

变化和耕地经营模式的演变，对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采纳和有效推广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

响 ［３－４］ 。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产业人口需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进

行了持续 ３０ 多年的“抽水”而使其接近枯竭，导致当前农业劳动力要素禀赋发生截然不同的变

化，如吴丽丽等 ［５］ 指出，在局部地区或特定农作物的种植上，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稀缺已经变为

常态，且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逆性。 蔡昉等 ［６］ 使用反设事实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重新

考察发现，中国农村已经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要素在数量、质量

上的演变，与蓬勃发展的规模经营相互交织，加剧形成了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结构性稀缺

的常态化现象，也使得农业技术发展方向呈现一定的复杂性 ［７－９］ 。 具体来说，一是农户家庭的

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减少或老龄化，促使农户选择劳动替代型技术或劳动节约型技术，如机械化

技术；二是农村农业劳动力的整体数量萎缩、质量下降和季节性用工紧张，拉高了本地的劳动雇

佣价格或工资，不仅促进了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采用，也促进了资本节约型技术的广泛使用，如水

稻直（撒）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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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中国极其重要的口粮作物之一，在农户水稻播种技术选择的经验事实上，却并未

发生大规模的机械替代劳动的现象。 与水稻机械化耕田（翻土、平整、起垄与秸秆粉碎） 、收割、
运输和仓储相比，播种环节的机械化改造被喻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块短板，有研究

指出作为现代稻作发展趋势的水稻栽插机械化技术在近十年却发展缓慢 ［１０－１１］ 。 这使得我们疑

惑，为什么农户对水稻机械化种植技术缺乏热情？
不同技术模式的平均成本能否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性？ 根据农艺实践来看，不妨设定雇佣工

价和机插秧（不带秧苗）服务价格均为 １００ 元 ／天，人工插秧、抛秧、直（撒）播和插秧机（乘坐式

６ 行）的 １ 天作业效率分别是 １ 亩、２ 亩、１０ 亩和 ５０ 亩，换算成平均成本则对应每亩 １００ 元、５０
元、１０ 元和 ２ 元。 显然在茬口要求低、适合直播的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单季稻区） 、作业效果无

显著差异和仅考虑家庭自有劳动等条件下，农户必然倾向于选择直播技术。 但在有茬口要求、
必须育秧移栽的情况下（如稻麦两季中小麦因气候、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延迟收割等） ，农户则会

比较人工价格和机械服务价格。 因此，农户对水稻播种技术选择与种植规模、播种或插秧的时

间窗口期和作业效率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然而也应看到，上述农户对水稻播种技术选择或

机插秧技术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技术模式的平均成本仅是解释农户技术选择

的一个角度，但一致性的技术选择往往需要附加一系列较强假定，所以在现实中更多是多种播

种技术的共存状态，但是所有关于农户水稻播种技术选择的决策基本都聚焦于两个共性因

素———农村劳动力和经营规模。
本文从水稻机插秧技术选择的视角，丰富了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经验事实和研究素材，

该理论揭示了农业技术变迁主要遵循节约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或使用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

方向进行 ［１２－１３］ ，但在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偏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均存在相对稀缺的情

况下，农业技术诱致性演变在一定时间跨度上并非仅 ０ 或 １ 之间的两种状态跃迁，还可能存在

着多种“中间状态” ，致使农户技术选择的演变方向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剖析这其中具有明确

方向性的技术选择路径和演变机制，有利于制定对应的指导政策。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根据农艺实践，水稻播种分为移栽和直（撒）播，结合动力来源（人力或机械）又进一步分为

人工移栽、人工撒播、机械移栽和机械直播，其中人工移栽又可细分为人工抛秧和人工插秧（手

插秧） ，机械移栽也可细分为机械抛秧和机插秧。 因此按照技术模式划分，至少可以罗列出手插

秧、人工抛秧、人工撒播、机插秧、机械抛秧和机械直播这 ６ 种模式。 由于机械抛秧使用率非常

低，以及机械直播①集中在华南稻作区等原因，本文重点考察人工撒播（简称直播） 、手插秧、人
工抛秧和机插秧这 ４ 种水稻播种技术 ［１４］ 。

上述 ４ 种水稻播种方式的劳动强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图 １ 描述了不同播种方式与劳动强度

之间的关系。 以手插秧为例，劳动者的劳动支出主要用于两个环节，即秧苗准备阶段（包括选

种、秧田管理环节 Ｌ１ 和捆扎、转运环节 Ｌ２）和稻田移栽阶段，其中移栽环节需要耗费大量体力

劳动，弯腰曲背地反复劳作，往往使得一个劳动工日的最优播种面积停留在较低水平 Ａ１ 上，当
劳作面积超过 Ａ１，会促使劳动强度快速上升。 因此，随着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耕种面积

增加，以抛秧、直播为主的轻简栽培技术得到了农户的广泛采纳 ［１０］ ，由于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

度下降，一个劳动工日的最优播种面积分别上升至 Ａ２ 和 Ａ３。 进一步，水稻机插秧装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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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专家指出“机械直播技术在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发展迅速，在江苏多地也有较快发展” ，但本文样本未追踪到这一

水稻播种技术，相关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４ 年水稻机播面积仅占机耕种植面积的 ４．４９％，因此关于该播种技术的探讨有待后续

研究跟进。



使得一个劳动工日的最优播种面积达到 Ａ４ 水平，但也需注意到，一个劳动工日的机插秧存在劳

作强度上限，主要是综合受制于驾驶员、秧苗装卸员的体力约束和机械物理特性，以及生产的气

候环境与耕地特征（地块面积、转运次数等） 。
农户水稻不同播种方式选择决策中，单位面积产量差异是否为决定性因素？ 根据相关农学

的定量田间试验和农户的访谈反馈，尚缺乏强有力证据表明现阶段水稻播种方式中的手插秧、
抛秧、直播和机插秧之间有明显的单位产量差异①，水稻产量的形成涉及“作物－气候－水－光热

条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水稻品种特性（生育期长短、分蘖能力等） 、秧苗培育的质

量、栽插密度（行距、丛苗数与深浅）及耕地、沟渠和科学的水肥管理等。

图 １　 不同播种方式下的种植面积与劳动强度的关系

注：直播的劳动强度起点为 Ｌ１（Ｌ１＞０） ，包括选种、药水浸泡和转运 ３ 个环节，人工插秧、抛秧、机插秧的劳

动强度起点均为 Ｌ２（Ｌ２＞Ｌ１） ，Ｌ２ 与 Ｌ１ 差额部分可理解为培育和管理秧田、秧盘的劳动环节。

排除单位面积产量对水稻播种方式选择决策的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工时和种植规

模，是否显著地影响农户水稻播种技术选择决策？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要素禀赋和规模变化

对农户选择机插秧技术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为了有效分析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户水稻生产函数模型，便于简化分析，暂不考虑

农户的风险类型、技术风险②以及技术供给问题：
ｆ＝ ｆ（ Ｌ，Ｋ） （１）

其中，ｆ（·）表示农户的水稻生产函数，要素 Ｌ 与 Ｋ 分别是水稻耕种的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

入，一般有∂ｆ ／ ∂Ｌ＞０、∂ｆ ／ ∂Ｋ＞０ 和∂２ ｆ ／ ∂Ｌ∂Ｋ＜０。
进一步，考虑农户家庭的水稻种植面积 ｓ 内的劳动投入，可将劳动投入 Ｌ 展开表示为：

Ｌ ＝ Ｌ０＋Ｌ１（ｗ，ｐｍ ｜ Ｅ） （２）
式中，Ｌ０ 表示农户家庭自有劳动，Ｌ１ 表示水稻雇工量，其受雇工价格 ｗ 和机械服务价格 ｐｍ

的影响，Ｅ 表示农户所在地区的外部环境条件，如种植传统等。
从水稻生产实践来看，在现有水稻种植技术条件下，当 ｓ≤ｓ１，表示在水稻种植面积 ｓ１ 内，农

户家庭自有劳动力可完全胜任，但随着农户水稻种植规模不断增加，即 ｓ＞ｓ１ 时，农户家庭的水稻

劳动超出自有劳动的上限，则往往存在三种决策③：一是通过雇工形式增加劳动投入；二是通过

农业机械实现劳动要素替代；三是使用替代型（轻便型）播种技术。 上述三者如何影响农户的

水稻种植行为，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变化加以分析。 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成本收益变化的

农户水稻机插秧技术选择的决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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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播种方式与水稻品种改良之间是高度关联的，各省（区、市）农技服务部门多会根据本地区的水稻播种方式而有针对

性地选择相关品种，例如直播稻较多地区，多数会选择生育期短和发芽率高的水稻品种。
假定机插秧的技术风险为零，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机插秧技术是基层农技推广的重要任务之一，技术的实施主体

也多是外包型社会化服务组织。
还有一个决策方向是增加自我劳动的时间或强度，如延迟工作日劳动时间等。



ｍａｘ
ｓ，ｍ

Ｒ ＝ ｓ·（ ｐ·ｆ－Ｆ） －ｐＭ·ｍ－ｃ（ ｓ－ｍ） ＋ｗ·ｍ·ΔＬ （３）

其中，Ｒ 和 ｍ 分别表示水稻种植收益和机插秧面积，有 ｍ≤ｓ；Ｆ 是除播种以外的亩均投入成

本，而 ｐ·ｆ－Ｆ 则表示为未计入播种环节的亩均总利润；ｐＭ 和 ｃ 分别是机插秧和非机插秧的亩均

播种成本，一般有 ｃ＜ｐＭ；ｗ·ｍ·ΔＬ 表示使用机插秧技术所节约的劳动收益，可折算为货币收益

或闲暇，这里，ΔＬ 表示使用机插秧技术与其他播种技术相比所节约的单位劳动时间。
从农户水稻生产实践来看，ΔＬ 可表示为：

ΔＬ ＝ Ｌ∗－Ｌ （４）
其中，Ｌ∗可看作是农户对使用非机插秧技术下劳动投入的预期最大量，结合式（ ２）能够发

现，农户家庭自有劳动力人数越多或要素资源越丰盈，意味着劳动投入缺口 ΔＬ 越小，由此带来

的使用机插秧技术所节约的劳动收益 ｗ·ｍ·ΔＬ 越小。 因此，提出需要验证的假说 １：农户家庭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会负向影响农户的机插秧技术选择。
式（３）中， 在不侵蚀原有生产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农户采用新技术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采

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大于采用现有技术的净收益 ［１６］ ，即：
ω·ｍ·ΔＬ≥ｐＭ·ｍ＋ｃ（ ｓ－ｍ） （５）

这个约束条件表明以追求收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会选择机插秧服务①，实质上

可认为，是否采用新技术是一个新旧技术生产效果的比较过程 ［３，１５－１６］ 。 将式（５）适度变形，可得

到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决策的影响因子：

ｍ≥ｓ· ｃ
ω·ΔＬ－（ ｐＭ－ｃ）

（６）

从式（６）结构来看，农户机插秧面积 ｍ 可看作是种植规模 ｓ 与非机插秧播种技术成本占采

用机插秧后的净收益中的比例 η 的乘积，其中，η ＝ ｃ ／ ω·ΔＬ－（ ｐＭ－ｃ）[ ] ，这里的 η 相当于农户对

技术选择的预期成本变化的心理因子。 因此，提出假说 ２：农户家庭水稻种植规模增加，将正向

影响机插秧技术选择，即 ｍ∝ｓ。
进一步，式（６）中非机插秧的亩均播种成本 ｃ 具有较强的含义，当 ｃ ＝ ０ 时，有 ｍ ＝ ０，表明农

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程度决定于该项替代型技术的单位成本的大小，如果非机插秧技术的成本过

低，将导致农户不可能选择机插秧技术。 一般在生产实践中，形成非机插秧技术的单位成本过

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户自有劳动的机会成本偏低；二是农地经营规模偏小，劳动强度和

作业时间约束均在家庭自有劳动范围之内，尚未达到要素替代的临界值 ｓ１。 由此，对式（６）变形

可得，农户机插秧技术使用比例的简约关系，有：
ｍ ／ ｓ≥η （７）

式（７）中，当农户水稻播种全部使用机械时，即 ｍ ＝ ｓ，有 η ＝ １，解析后可得到：
ｐＭ ＝ ω·ΔＬ （８）

式（８）中蕴含着水稻机插秧的单位面积定价依据，对于农户接受机插秧技术服务的价格，应
该与接受该项技术所节省的劳动折价相等。 从农村发展现状来看，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

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稀缺程度加深，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季节性雇工困难和工资报酬上

涨，相应地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由此加速了农户水稻播种技术上劳动替代型技术需

求的产生和发展。 因此，提出假说 ３：水稻生产环节上劳动雇工价格上涨，对农户机插秧技术选

择具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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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

（一）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包含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禀赋、耕地规模和水稻播种技术选择的线性计量模型，
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ｙ ｉ ＝ α ｉ＋β１·Ｌ ｉ＋β２·Ｓ ｉ＋∑
Ｋ

ｊ＝ ３
β ｊＸ ｊｉ＋ε ｉ （９）

其中，下标 ｉ 代表农户，ｙ ｉ 为第 ｉ 个农户水稻播种技术选择的行为测度，分别以水稻播种模

式和机插秧技术表示。 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 Ｌ、耕地规模 Ｓ 和相关控制变量 Ｘ ｊ（ ｊ
＝ ３，４，…，Ｋ） ，β ｊ（ ｊ＝ １，２，…，Ｋ）和 ε ｉ 分别是估计参数和误差项。 具体变量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是农户水稻播种技术和机插秧技术选择的行为测度，考虑到江西省、江苏省在

稻作制度上的差异性，其中，江苏省绝大多数为单季稻，而江西省则是双季稻、单季稻的混合形

式。 因此，关于农户水稻播种技术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江苏省农户的水稻播种技术以单季稻

的实际播种形式直接选取。 而江西省农户的水稻播种技术若为单季稻，则直接以单季稻的实际

播种形式选取；若为双季稻，则以双季晚稻的播种形式选取。 这一选择的依据主要是考虑到“小

麦或油菜＋单季稻”和“早稻＋晚稻”两种轮作模式给单季稻和双季晚稻均造成了或长或短的播

种窗口期约束，从而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时间制约。
表 １　 变量指标设置及具体含义

变量分类 变量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农户选择机插秧行为 水稻播种模式：０ ＝人工插秧；１ ＝抛秧；２ ＝直播；３ ＝机插秧

是否采用机插秧：１ ＝是；０ ＝否

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 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决策者与农忙时节返乡的劳动力数量之和 ／ 人

劳动时间分配 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劳动时间分配：０ ＝以农业为主，非农为辅；１ ＝ 以

非农为主，农业为辅

外出劳动或务工地点 ０ ＝无外出或仅在本乡镇内；１ ＝县城或邻近城市

是否参加培训 生产经营者是否接受农业或非农技术培训：１ ＝是；０ ＝否

水稻种植面积 农户家庭的水稻种植面积 ／ 亩

控制变量 是否有服务供给 村庄或邻近地区是否有人提供机插秧服务：１ ＝是；０ ＝否

是否拥有插秧机 农户家庭是否拥有插秧机：０ ＝没有；１ ＝有

劳动雇工均价 农户家庭支付的劳动雇工价格 ／ 元·天 －１

年龄 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者的年龄

受教育年限 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者的受教育年限 ／ 年

是否加入相关合作社 农户是否加入水稻种植合作社：１ ＝是；０ ＝否

农地流转的合约形式 ０ ＝无流转或口头；１ ＝便条或合同

地区虚拟变量 ０ ＝江西省；１ ＝江苏省

　 　 注：文章未设置地形变量，主要是因为样本区域中江苏省调查区集中于江苏省里下河、沿海平原地区，江西省调查区多

位于赣北鄱阳湖及延伸一带，地形上以湖区平原为主，极少部分位于平原丘陵过渡区。

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变量主要选取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数、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

劳动时间分配、外出劳动或务工地点和是否参加培训 ４ 个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选择依据相关经典资料和农业生产实践 ［１６－１７］ ，选取类型主要有以下 ５ 类：技术供

给因素（农户所在地区是否有人提供机插秧服务、农户家庭是否拥有插秧机） ，水稻生产环节中

的劳动雇工均价，生产经营决策者的情况（年龄和受教育年限） ，生产经营情况（是否加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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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合作社、农地流转合约形式）和地区虚拟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是课题组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与 １２ 月在江西省、江苏省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 样本采集

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和相关农业自然资源禀赋等情况，并遵循了江

苏省、江西省农调队给予的农村调查的抽样原则建议，样本地区使用 （地级市 ／县） 分层和镇

（乡） 、村随机抽样选取，调查农户样本依照水稻种植规模分层抽样选取，以选择不同规模区间

中的代表性农户。 具体的抽样地区分布于江苏省南通市的海安县与如皋县、泰州市兴化市、扬
州市宝应县，江西省南昌市的南昌县和安义县、宜春市丰城市、吉安市吉安县与泰和县、上饶市

鄱阳县。 样本涉及 １０ 个县（市）３３ 个镇（乡） ，共获取观测样本数 ５２６ 个。
调查数据涵盖农户家庭及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基本特征信息、水稻生产经营决策信息与

生产投入产出数据、村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相关信息等。

四、水稻生产实践事实的统计描述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样本中选择机插秧的农户比例达到 ２３％，而同期选择人工插秧、抛秧和直播

稻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１６．９２％、２１．８６％和 ３８．２１％，可见采用水稻直播技术的农户占据多数。 进

一步，农户水稻播种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江西省以水稻直播、抛秧技术占主导，而江

苏省则以机插秧、直播为主，其中我们较为关注的农户机插秧的技术采用率则表现出较大的分

化，江西省采用机插秧的农户占比尚不足 １％，而样本观测到的两个农户分别是宜春市丰城市和

南昌市安义县的种粮大户。
从不同播种方式的种植面积占比来看，在观测到的水稻种植总面积中，使用机插秧的播种

面积占比达到 ５６．１６％，其中江西、江苏省机插秧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６．２４％和 ８２．６０％，结合表 ２
可见机插秧技术在整个水稻种植上的适用程度要高出其他播种方式。 上述两种统计口径的计

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农户基于规模分化后，对不同水稻播种方式产生不同的选择偏好。
基于上述样本分布特征，我们推测机插秧的技术采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条件相关，例如丰城市、安义县是国家重要粮食基地且县域经济较为发达；二是农户采用机插

秧技术与水稻种植规模有关。
表 ２　 水稻播种方式的统计及省际对比

播种方式
农户数（比例 ／ ％） 水稻种植面积 ／ 亩 面积占比 ／ ％

总样本 江西 江苏 江西 江苏 全样本 江西 江苏

人工插秧 ８９（ １６．９２） ８０（ ２６．３２） ９（ ４．０５） ７７．６２ １６．９９ ５．８５ １０．００ ０．３３

抛秧 １１５（ ２１．８６） １０４（ ３４．２１） １１（ ４．９５） １１１．５７ ５５．１１ １１．２２ １８．６９ １．３０

直播 ２０１（ ３８．２２） １１８（ ３８．８２） ８３（ ３７．３９） １８４．４９ ８８．８５ ２６．７８ ３５．０７ １５．７７

机插秧 １２１（ ２３．００） ２（ ０．６５） １１９（ ５３．６１） １１２５０．００ ３２４．５３ ５６．１６ ３６．２４ ８２．６０

样本数 ５２６ ３０４ ２２２ ５２６ ５２６ ５２６ ３０４ ２２２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播种方式在本组中的比重。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种植规模的扩大或缩减往往会关联到农户家庭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相

应调整，尤其在诱致性变迁理论中，农户技术选择遵循节约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或使用相对丰

裕的生产要素的方向进行，这一逻辑推演表明种植规模会关联到要素禀赋，进而在价格机制作

用下影响农户技术选择决策，因此我们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水稻播种方式与种植面积之间有

关联？ 在表 ３ 中，随着农户水稻种植规模扩大，机插秧技术采用的农户比例随之增加，可见 １００
亩左右是农户选择机插秧技术的分界点，这可能与农户家庭（多为夫妻组合）的农地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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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劳动时间配置相关。
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水稻直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机插秧的替代型技术，表 ３ 中户均

水稻种植规模低于 １００ 亩时，选择直播技术的农户比例约占四成左右，基本表明在经营规模偏

小的情况下，机插秧是非理想的农户技术选择，替代型播种技术强化了非机械化技术的选择路

径。 进一步，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农户是否采用机插秧与种植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９８６，正向相关系数反映了表 ３ 中所呈现的基本趋势，且这一相关系数值高于水稻播种方式

与种植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 ０． １６４７，更加表明农户机插秧技术采用与种植面积之间的相关

程度。
表 ３　 不同规模的水稻播种方式统计

种植面积 ／ 亩 人工插秧 ／ 亩 抛秧 ／ 亩 直播 ／ 亩 机插秧 ／ 亩 样本数

１＜Ｍ≤１０ ３３（２１．１５％） ３３（２１．１５％） ６３（４０．３８％） ２７（１７．３１％） １５６

１０＜Ｍ≤３０ １７（１８．８９％） ２８（３１．１１％） ３７（４１．１１％） ８（８．８９％） ９０

３０＜Ｍ≤１００ １５（１９．２３％） ２５（３２．０５％） ３１（３９．７４％） ７（８．９７％） ７８

１００＜Ｍ≤５００ ２３（１５．０３％） ２３（１５．０３％） ５６（３６．６０％） ５１（３３．３３％） １５３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 １（２．９４％） ５（１４．７１％） １０（２９．４１％） １８（５２．９４％） ３４

Ｍ＞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１０（６６．６７％） １５

　 　 注：Ｍ 表示农户家庭水稻种植面积；农户数后括号内的数值是所在组的分布比例。

因此，结合表 ２ 和表 ３ 发现，在水稻播种方式中单位劳动投入量和劳动强度递减方向上，水
稻种植面积呈现递增规律，以及省际间的一致性反向规律说明，随着水稻种植规模演进，播种方

式也呈现劳动节约型的演变趋势，但这使我们仍存疑虑，在种植规模演进的背后，还有哪些影响

农户水稻播种技术的深层次原因？
在总样本中，采用机插秧技术的农户实际支付价格的均值为 ７３． ５８ 元 ／亩，同时，２７． ３８％

（１４４ 户）的未选择机插秧的农户也给出了自身对机插秧服务的意愿价格均值为 １３８． １８ 元 ／
亩①。 更为关键的是，在细分播种方式下的机插秧服务的意愿价格与劳动强度之间呈现出同向

递减规律，即随着水稻人工插秧向抛秧和直播这种劳动强度减弱的方向上，农户对替代型技术

的支付意愿价格也逐步减少，这预示出现阶段水稻机插秧技术的替代对象，可能是劳动强度最

大的人工插秧方法。
表 ４　 机插秧价格和劳动力情况统计

播种方式
亩均机插秧服务价格 ／ 元

实际支付价格 意愿价格
亩均农业劳动力数 天均劳动雇工价格 ／ 元

人工插秧 ——— １４８．５０（ ４２．１７） ０．２９２４（ ０．３７） １０６．６７（ ３４．４６）

抛秧 　 　 ——— １４０．０８（ ４２．３１） ０．２５１０（ ０．４２） １０８．９４（ ３６．７４）

直播稻 　 ——— １３０．９７（ ４４．９２） ０．２０７４（ ０．２６） １０７．６１（ ３２．００）

机插秧 　 ７３．５８（ ２６．３６） ——— ０．１６８１（ ０．４３） １０２．７１（ １５．５４）

样本数 　 １２１ １４４ ５２６ １９９

　 　 注：均值后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为农忙时节返乡劳动力数加上生产决策者；劳动雇工价格是基于

农户家庭实际发生雇工行为的支付价格统计。

为什么水稻人工插秧会被取代？ 这一现象与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雇佣劳动价格之间有何

关系？ 首先，农业劳动力数反映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的丰盈程度，表 ４ 中亩均农业劳动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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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机插秧服务支付意愿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支付意愿的价格是育秧插秧服务的全包价格，其包

含了稻种、秧盘和机插部分，而实际支付价格仅包括机插部分，这一差异是在农村调研过程中未对该问题范围界定清晰而造

成的统计性偏误。



与水稻播种方式之间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折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要素的丰盈程度在一定程度

上诱致了水稻播种技术的选择方向。 其次，总样本中约 ３７．８３％（１９９ 户）的农户家庭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水稻雇工行为，雇工均价为 １０６．４５ 元 ／天，且不同播种方式的劳动雇工均价未发生明

显变异。 最后，综合比较机插秧服务的实际支付价格、意愿价格和劳动雇工价格发现，劳动雇工

价格介于机插秧服务的实际支付价格和意愿价格之间，说明对尚未采用机插秧技术的农户来

说，雇工在一定程度上低于机插秧服务的意愿价格，而对于采用机插秧技术的农户而言，机械服

务对劳动雇工的优势明显，可预见后续劳动雇工价格上升和机插秧服务供给增加，机械服务与

雇工的价差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对机插秧技术采用率。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在对式（９）进行估计前，使用基于 ＯＬＳ 回归计算的各个解释变量 ＶＩＦ 值均未超过 ２，说明模

型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且相关系数矩阵中未发现变量的两两相关系数大于 ０．４５。 另外，农
户家庭的水稻播种方式具有多值选择特征，使用豪斯曼检验“无关选择的独立性（ ＩＩＡ） ”假定的

结果显示，去掉非参照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不会拒绝 ＩＩＡ 的原假设，即 ４ 种水稻播种方式

之间保持了相互独立性。 表 ５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１）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水稻播种

方式，表 ５ 中报告了以人工插秧为参照组（ Ｂａ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进行的多项 Ｌｏｇｉｔ 估计结果；模型（ ２）
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机插秧，并报告使用稳健标准误的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结果。

综合模型（１） 、（２）估计结果发现，水稻种植面积对农户选择抛秧、直播和机插秧技术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伴随着水稻种植规模扩大，传统的水稻人工插秧方式正逐渐被替代型播

种技术所取代，假说 ２ 得到验证。
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水稻播种模式

模型（ １） 　 参照组：０ ＝人工插秧

１ ＝抛秧 ２ ＝直播 ３ ＝机插秧

被解释变量：

是否采用机插秧

模型（ ２）

劳动时间分配 ０．６０４５（ ０．４５５２） ０．０６０１（ ０．４５４０） ０．１９５１（ ０．６３４７） ０．０４９１ （ ０．６０１７）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 ０．０８８５（ ０．１７５４） ０．０１７７（ ０．１６５０） －０．３４５７∗（０．２１４９） －０．３７１５∗∗（ ０．１６０４）

外出务工地点 ０．０２２４（ ０．５３６６） ０．３２７１（ ０．４８７２） ０．４６４９（ ０．６４６９） ０．１９９２（ ０．５２４４）

是否参加培训 ０．００９０（ ０．３４１４） －０．０５５０（ ０．３２３８） －０．８２６６∗（０．４６２３） －０．７８１９∗∗（ ０．３２８７）

水稻种植面积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７∗∗∗（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４）

是否有服务供给 －０．６１４３∗（ ０．３３５０） －０．７８６２∗∗（ ０．３１４５） １．０１９５∗∗（０．４８７０） １．７３７０∗∗∗（ ０．５０６３）

是否拥有插秧机 ０．３０８７（ ０．９６３４） ０．１４７１（ ０．８７５８） ０．８４９４（ ０．９４８５） ０．６９６５（ ０．５０３４）

劳动雇工均价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９∗∗（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０）

年龄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２２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３２０ （ ０．０５２７）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６９３７（ ０．７６０６） ０．６８２２（ ０．６９３５） ０．８２６０ （ ０．７５３１） ０．１９４１（ ０．３４６８）

农地流转合约形式 ０．４５９１（ ０．３６２５） ０．４７７４（ ０．３５３８） １．４１５６∗∗（０．５７５７） ０．９９１３∗∗（ ０．４９８７）

地区虚拟变量 －０．００４９（ ０．５５８６） ２．１５４２∗∗∗（ ０．４６９４） １１．８４６２∗（ ６．１８５３） １０．３１４９∗∗∗（ ３．９０４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８３．０５３７ －１１２．９１２４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Ｐ＞ ｃｈｉ２ ） ４４２．１７（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７（ ０．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１４０ ０．６０２０

　 　 注：常数项限于篇幅未报告；模型（ ２）汇报了估计系数，未汇报几率比和平均边际效应；∗、∗∗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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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禀赋的相关因素中，农业生产劳动力数对是否采用机插秧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而对水稻抛秧和直播技术选择有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农户家庭自有劳动隐形工资

显性化所带来的成本收益变化对生产决策的影响，因为一旦采用了机插秧服务，就需要相应地

支付成本，从而导致家庭返乡劳动力季节性的流动对机插秧服务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假
说 １ 得到验证。 同时，在给定参照组的情况下，劳动时间分配由农业向非农演变过程中，相比人

工插秧，劳动时间分配均正向地影响水稻抛秧、直播和机插秧技术选择。
模型（１） （２）显示，劳动雇工均价对机插秧技术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初步验证了假设 ３，但需

要关注到，劳动雇工均价对不同水稻播种模式产生负向影响，可能预示出两种不同的影响路径：
一是劳动替代型，即劳动工价上升，促使农户选择机械替代型技术；二是资本替代型，尤其在控

制种植规模的情况下，对种植规模偏小和没有茬口约束的小农户来说，雇工工价上升会诱发农

户选择资本节约型技术。
（二）内生性检验

产生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不可能捕捉到农户家庭的生产经营决策者和其他

成员的劳动就业、收入及风险偏好等所有个人特征变量，而上述被遗漏变量可能影响农户技术

选择的决策集，进而导致农户技术选择与扰动项相关；二是式（９）中，劳动雇工均价具有较严重

的间接传导影响。 一般来说，机插秧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会受技术服务供给、农村劳动力禀赋

变化的影响，如果机插秧服务价格足够低廉，那么无形中将拉低同期水稻劳动雇工价格。 反之

亦然。 因此，本文需要在计量模型中分离出劳动雇工均价对农户技术选择的间接效应。 解决以

上内生性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在参考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农户家庭与城

镇的距离作为劳动雇工均价的工具变量，选取这一工具变量的理由是农户家庭与城镇的距离与

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城镇多是乡村务工信息、人员往来和交通集中的地点，为劳动雇工价格的形

成（如谈判过程或雇主遴选等）提供了重要的场地支持。 另外，文章认为在农户家庭与所隶属

城镇的小尺度空间范围内，距离对农户技术选择尚不产生直接影响①，因而满足外生性要求。
在使用 ２ＳＬＳ 方法进行实证估计前，需对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条件即是否存在内生解释

变量进行验证，针对模型（２）使用 ＤＷＨ 检验②发现相关统计值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

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即认为劳动雇工均价是内生变量。 接下来，使用相关的统计检

验方法依次评判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表 ６ 中的相关统计检验结果综合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

量是合适的。
表 ６　 工具变量的相关假设检验（２ＳＬＳ）

原假设：Ｈ０ 统计量 　 　 　 　 　 　 　 统计值 概率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 Ｄｕｒｂｉｎ （ ｓｃｏｒｅ） ｃｈｉ２（ １） １１．４１５ ０．０００７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Ｆ（１，５１１） １１．３３５ ０．０００８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８．１１５ ０．００４４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９８０ ———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８．５１４ ———

工具变量的冗余检验 ＬＭ ｔｅｓ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８．１１５ ０．００４４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ｓ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

　 　 注：本文中工具变量个数等于内生解释变量的个数，属于“恰好识别”的情况，目前公认无法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只

能进行定性讨论或参考专家意见。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ｗｅａｋ ＩＤ ｔｅ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在 １０％和 ２０％的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分

别为 １６．３８ 和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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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客观来说，工具变量的选取仍值得商榷。 农户宅基地多是事先划定和难以轻易发生空间位置变动，不存在因为技术

选择差异而调整家庭位置的可能性。 相反，农户耕地一般围绕住宅周边，处于同一村庄或邻近村庄，往返于住房和地块之间

的距离对其技术选择的影响较弱。
模型（ ２）存在异方差，此时使用异方差稳健的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表 ７ 中模型（３）和（４）分别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机插秧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两步法的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４）的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表明，可在 １％水平上

认为劳动雇工均价变量为内生变量，而且在第一步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农户家庭与城镇的距

离对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模型（４）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水稻种植面积每增加 １ 亩，农户选择机插秧

技术的概率会平均增加 ０．１３％，这一结果与假说 ２ 一致，预示着农户规模经营的不断演进会显

著地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同时，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对机插秧技术选择也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每增加 １ 人，农户选择机插秧技

术的概率会平均降低 ３２．８７％。 以上两个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表明，在劳动力流动和规模

经营演变的过程中，对于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来说，农业劳动力数量仍然发挥了农户技术行为

选择决策的重要影响作用，这一点也可从生产实践经验中的劳动边际投入加以检验。
模型（４）结果显示，劳动雇工均价每增加 １ 个单位，农户选择机插秧技术的概率会平均降低

４．５３％，表明劳动雇工均价对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由于机插秧服务价格

是农村劳动雇工的追随定价①，雇工均价提高会引致机插秧服务价格的上涨，由此增加农户选择

机插秧技术的支付成本和削弱利润空间，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选择意愿。
表 ７　 使用工具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３） ：２ＳＬＳ 模型（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平均边际效应（ ｄｙ ／ ｄｘ）

劳动雇工均价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２３０）

劳动时间分配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６７５） －０．２７３１（ ０．４０８１）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２６９） －０．３２８７∗∗（ ０．１５１５）

外出务工地点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７８５） ０．１９６５（ ０．４０８４）

是否参加培训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５１７） －０．２４７９（ ０．３１９３）

水稻种植面积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５）

是否有服务供给 ０．３０９３∗∗∗（ ０．０９０９） １．８９５３∗∗∗（ ０．５９６２）

是否拥有插秧机 ０．２３８３∗∗∗（ ０．０８９９） ０．６１９２（ ０．４３８４）

年龄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２３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４５９）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８１３） －０．１３０１（ ０．３７７６）

农地流转合约形式 ０．３８１８∗∗（０．１５３２） ２．２８０９∗∗（ ０．９５１６）

地区虚拟变量 ０．２９４０∗∗∗（ ０．０８１０） ４．０１８０∗（ ２．２５３５）

Ｆ（ Ｐｒｏｂ ＞ Ｆ） １６．６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３（ ０．００００）

Ｒ２ ——— ０．２６９６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χ２ ） ——— ７．０６（ ０．００７９）

　 　 注：未报告常数项的估计系数；模型（ ４）省略汇报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系数后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与 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４）中，是否有服务供给、是否拥有插秧机和农地流转合约形式均对农户机插秧技术

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上述控制变量反映出较强的政策含义，对于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进程，
一是可以适度增加农村水稻机插秧服务供给水平，通过培育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以期降

低服务支付价格水平；二是可以进一步落实和保障耕地流转的契约形式，稳定流转农户的耕地

经营稳定性，激励相关的生产装备投资和拓展收益渠道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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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生产实践中，插秧机运转多数需要 １ 名机手和 １ 名操作员，农村劳动雇工均价是机插秧从业人员的劳动机会成本

或实际劳动报酬的参照标准。



（三）稳健性检验

统计性描述部分和表 ７ 中地区虚拟变量估计参数，揭示出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

省际差异，表 ８ 中模型（５） （６）分别汇报江西省、江苏省样本的估计结果。 其中，江西省农户采

用机插秧技术的发生频率非常小，极易存在“稀有事件偏差” （Ｒ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 Ｂｉａｓ） ，模型（５）报告了

“补对数－对数模型”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ｏｇ－ｌｏｇ Ｍｏｄｅｌ）估计结果，而模型（ ６）使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两步

法。 江西省农户采用机插秧技术的“稀有事件偏差”特征，使得模型（ ５）出现了部分解释变量无

法估计而被忽略，但整体上不影响模型结果。
表 ８　 分省样本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５） ：江西省 模型（６） ：江苏省

“补对数－对数模型”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平均边际效应

劳动雇工均价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９５６（ ０．１０４５）

劳动时间分配 ——— －０．６７０２（ １．１２２６）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 －０．５９１９∗（ ０．３５２３） －０．３４２５（ ０．３２８７）

外出务工地点 ——— １．８１８９（ ２．０８１８）

是否参加培训 ——— －０．３８５４（ ０．６６３１）

水稻种植面积 ———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１）

是否有服务供给 ——— ０．５４７０（ ０．８００８）

是否拥有插秧机 ——— ０．３３４７（ ０．８３０８）

年龄 ———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８９８）

受教育年限 ——— －０．０３５６（ ０．１１７４）

是否加入合作社 ——— －１．０９１１（ １．５２６５）

农地流转合约形式 ——— ４．４５５１（ ４．３３７３）

Ｆ（ Ｐｒｏｂ ＞ Ｆ） ——— ５．８６（ ０．００００）

Ｒ２ ——— ０．２５１９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３０．０８（ ０．００３１） ———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９３１３ ———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χ２ ） ——— ７．０１（ ０．００８１）

　 　 注：表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机插秧；未报告常数项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系数后括号内的数值为

稳健标准误；∗、∗∗与∗∗∗分别表示为 １０％、５％与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８ 中劳动雇工均价对江西省农户的机插秧技术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江苏省的影响

为负，产生上述相反影响的主要原因是水稻种植规模的省际差异。 表 ２ 中统计显示，相比于江

苏省，江西省水稻种植规模偏大，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雇工均价越高，往往意味着农村农业劳动力

稀缺程度越严重，尤其是受到水稻种植的茬口约束，在组织协调、用工统计与农资调配等方面可

能加剧规模种植户的用工缺口，以及规避水稻直播的产量风险和减少事后返工的概率，共同推

高了农户的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这一点从江西省两个种植大户的机插秧技术选择行为上得

到佐证。
表 ９　 种植规模与机插秧技术选择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７） ：Ｌｏｇｉｔ 模型（８） ：分位数回归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ＱＲ＿５０ ＱＲ＿７５

水稻种植面积 １．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 ———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９２４）

劳动雇工均价 ———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Ｐ＞ｃｈｉ２ ） １８．８８（ ０．００００） ———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０９１ ０．１１５６

　 　 注：表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机插秧；未报告常数项的估计系数；系数后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为 １０％、５％与 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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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进一步汇报了种植规模与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７）是种植

面积对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的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模型（８）是添加农业生产劳动力数和劳动雇

工均价变量，种植面积对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模型（７）汇报的几率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结果显示，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水稻种植面积每

增加 １ 亩，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的几率比会显著增加 ０．２３％，该结果对比模型（４）存在高估的可

能性，主要原因是未控制相关因素。 同时，模型（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水稻种植规模越

大，农户倾向于选择机插秧技术的概率也在不断增加，说明种植规模在农户劳动替代型技术选

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上述结论通过追溯样本数据的分位数节点发现，种植规模分位数为

０．５和 ０．７５ 所对应的面分别为 ４０ 亩和 ２００ 亩，尤其是当农户水稻种植规模超过 １００ 亩时，会显

著地诱致农户机插秧技术选择，相关的经验陈述与表 ２、表 ３ 中的统计描述较为一致。

六、简要结论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６ 年江西省、江苏省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渐进稀缺和规模经营演进

的视角，以水稻机插秧技术为例，分析了农户技术选择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在经营规模偏小的情况下，机插秧是非理想的农户技术选择，资本节约型播种技术强化了

非机械化技术的选择路径。 随着农户水稻经营规模增加，会显著地促进农户机插秧技术的选

择，水稻种植规模每增加 １ 亩，农户机插秧技术的选择概率会平均增加 ０．１３％。 第二，农业生产

劳动力数量对机插秧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劳动

力数量每增加 １ 人，农户选择机插秧技术的概率会平均降低 ３２．８７％。 第三，劳动雇工均价对机

插秧技术选择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雇工均价每增加 １ 个单位，
农户选择机插秧技术的概率会平均降低 ４．５３％。

上述结论揭示出需要客观认识到水稻播种技术选择演变难度的重要性。 当前水稻播种技

术选择中存在资本节约型技术和劳动替代型技术共存的状态，在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偏小的情况

下，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种植规模与资本节约型技术容易形成较为牢固的技术选择组合，且在

种植规模无法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未来地方政

府推进水稻机插秧技术的政策重心应在加强技术服务供给和规范流转契约两方面，例如提高农

户购置插秧机的补贴、增加农户机插秧的相关培训、解决机插秧的配套不足问题（如水稻工厂化

育秧、水稻机插适应性品种等）和增强种粮大户的耕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保障。
限于数据，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农业变迁理论阐述了农业技术的变革不是外生决定的，

而是对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动态反应，导致截面数据无法对农户机插秧技术采用给予足够的

动态观测，进而可能遗漏相关解释变量；二是对农业技术供给的情况缺乏必要的梳理；三是地方

政府在农户机械技术选择中的角色，有待进一步做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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